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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这
些文娱活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
人的重要作用。

秧歌文娱 振奋精神

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秧歌剧
《兄妹开荒》，首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
成千上万的观众欣喜若狂，笑逐颜
开。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
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人民群众一起观看
了演出。毛泽东说：“像个为工农兵服
务的样子。”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
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
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
斗争啊！”毛泽东又说：“这也是全党整
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艾青看了《兄妹
开荒》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
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
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
队长的重任，出演周而复、苏一平的
《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

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
周恩来捎信给艾青，要求参加秧歌
队。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家》、陆石
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
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
《刘顺清》、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
写的《红布条》、张季纯写的《保卫和
平》、杨醉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
的《边境上》、萧汀、方杰写的《回娘家》
等，各具特色。据统计，几年内，仅见
报的秧歌剧就有 400多出。

陕甘宁边区兴起群众性的秧歌运动。
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

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
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
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
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
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
《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
开荒》均获得好评。10月间，在边区文
教大会上有 9位群众秧歌队代表介绍
了典型经验。不久群众秧歌队举行联

演，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的《跑红
灯》，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
陇东分区黄润的《减租》，拓开科的练
子咀《闹宫》，民间艺人李卜的《张琏卖
布》等，展示出群众文艺的壮观场面。

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
的 群 英 会 上 ，文 艺 界 有 35 名 获 奖
者。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
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
务的模范”奖状。那时，不仅陕甘宁
边区秧歌声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
歌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
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说：“秧歌
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
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
秧歌醉拍栏。”

交际舞会 温馨甜蜜

秧歌文娱是陕甘宁边区军民振奋
精神的娱乐方式，交际舞会则是军民
增进友谊的又一途径。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
在《延安的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
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
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
来有青年带头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
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步
’。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
步、四步，还会探戈。刘少奇同志不会
跳舞，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但还
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
儿，他也能踩着鼓点迈动简单的舞步
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思跳，被大家
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
时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
看，跳死了算！’延安的条件差，食堂就
是舞场，音乐伴奏也就是民族音乐伴
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
门谈过延安舞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
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
领导人都参加。”斯特朗描述了延安舞
会上的 4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

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
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
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
坚实而敏锐，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感。
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械地跟
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
必须特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
的暗示转动。不过，只要你跟着他的
节 奏 ，他 终 究 会 使 你 感 到 悠 然 自
得”。“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
起舞。他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
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就会
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
跳，这位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
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恩来这个一
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
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必定等于
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在开始
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
后，他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

“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
的长征一样……当晚会即将结束，你累
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旧可以
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
力的坚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

美国人马海德说：“在鲁迅艺术学
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
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
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
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
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
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
“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
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
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色闪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
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
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
以上军官中 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
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
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
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
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
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
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怀念
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
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
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
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
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
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
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
鲜红耀眼的绒球”。

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

体育活动也是军民娱乐的形式之
一。那时陕甘宁边区虽然条件环境艰
苦，设备简陋，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
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掀起了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热潮。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人马海德

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在文章中
说，“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
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
做体操。午间，篮球、排球场上总有排
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
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
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
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
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
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
游戏。”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
《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写道：“延
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
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做
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
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
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
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
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
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
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
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边，都
可以欣赏到男、女健儿的仰泳、蛙泳、
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
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
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
冰鞋就可以滑冰了”。条件简陋，民
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燕斌谈到，

“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
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
板，木板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
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
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
补了再补，到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
弄个新的来。”

诸多运动中，延安军民最喜爱、参
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
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
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
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
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排
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赛，
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
延安曾轰动一时”。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八
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
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
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
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联队进行过几
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
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
八路军 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
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
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
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
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
奔跑争抢。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的目的
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把
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丰
富边区军民的文娱生活。

（据《民主协商报》）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
字鲁泉，中共党员，山东省寿光县
人。幼时在私塾读书，兼以农耕生
产，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1917年闯
关东，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广
大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欺压，遂返回家
乡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8年，由于军阀混战，当地闹灾荒，
赵子明随大批山东移民迁到内蒙古
河套地区临河县谋生。在“实业救
国”思潮的影响下，他先经同乡许大
可出资开设“鲁大药房”，继之倡导开
荒植树，后又开设“内山书店”，积极
销售进步书刊，广泛联络各界进步人
士，很快跻入当地“知名人士”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子明在
临河县组织救亡团体，积极参与抗日
救亡活动受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重
视。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派孙景绪、
王森等 5人到临河做兵运工作，即将
赵子明的药房作为联络点，并吸收他
列席各种会议。同年 4月，王森介绍
赵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
河县街道支部书记。从此开始，在党
的领导下，赵子明发动当地山东移民
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使 500
多户移民得到了土地；组织菜园子公
会，同国民党驻军的白吃白拿行为进
行斗争，迫使驻军团长下令公平买
卖；另设“光化药房”作为党的活动
据点，使党的组织与“鲁大药房”分
家而更加隐蔽和安全；成立派报社，
陈列、销售各种进步报刊，吸引驻军官

兵阅读，宣传进步思想。经过1年多的
努力，赵子明在地方和驻军中发展了一
批党员，开创了党在临河的工作局面。

1934 年初，赵子明转移到宁夏
银川市开展建党工作。他以开西药房
和行医为掩护，很快与王森、李云清、
李德铭、张春申 4人建立了“中共宁
夏工作小组”，同时将雷鼎三、严有
年发展为党员，并派李云清打入敌人
心脏，担任马鸿逵公馆英文教师。工
作正在顺利开展之时，因李云清写信
不慎暴露了组织，赵子明和李云清、
雷鼎三等被敌捕获。在狱中，赵子明
坚贞不屈，受尽酷刑折磨，但始终未
暴露党员身份，敌人无奈只得将他关
押 2年后取保释放。

1936 年 2 月，赵子明从银川转
至兰州，先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
者身份作掩护，开设“兴陇派报社”

“大公报分销社”，经销各种进步报
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和
尹有年加入进步群众组织“同仁消
费合作社”，广泛结交社会进步人
士，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通过
在五泉山卖报，赵子明向国民党高
级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宣传“娱乐不
忘救国”。“双十二事变”后，报纸的
买卖做不成了，赵子明又和尹有年
商量办起了豆浆店。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中共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党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代表，于 7月 7
日离开延安，29日抵达兰州。也在此
时，党又派曾在兰州担任过中共甘宁

青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来兰州负
责筹建甘肃党的工作机构。孙作宾
到兰州后，首先通过共产党员王子
勤恢复了赵子明的组织关系，并通
过他发展尹有年、贺进民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 10月 26日，中共兰州
工作委员会成立，赵子明担任了工
委事务秘书，奉命继续在黄家园经
办豆浆店，作为工委秘密联络点。
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赵子明
和尹有年在“同仁消费合作社”开展
宣传鼓动工作，在大批热血青年中
发展党员，安排进步青年去边区参
加革命。同时，他还把“同仁消费合
作社”建为党的又一个活动据点。
与此同时，他还派骨干社员加入各救
亡团体，为掀起兰州地区抗日救亡高
潮，进行抗日募捐，贯彻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做了大量工作。

1938 年 3 月，党派罗云鹏到兰
州，兰州工委改名甘肃工委。这时，
赵子明负责工委机关刊物《党的生
活》和其他文件的印刷工作。期间，
他曾 3次转移地址，先用油印，后用
石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
这年 8月，赵子明协助郑重远组织和
领导愤怒的水伕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同时包围警察总局，迫使当局撤销了

“集训”计划，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党
员，组织起群众性的“兄弟会”，进一
步加强了水伕工人的团结。1939年
5月，为了给党的负责人寻找职业作
掩护，赵子明在周家庄 5号开办了一

个石灰窑，安排罗云鹏夫妇居住，同
时作为工委机关办公地点。

1940年国民党反共高潮不断升
级，地下党组织面临着严峻考验。6
月 6日，国民党甘肃当局突然进行全
市户口大清查，赵子明和甘肃工委领
导人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及樊桂英
（罗云鹏爱人）等先后被捕入狱，工
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狱中，赵子明
和同志们受尽酷刑折磨仍视死如归，
坚持斗争。后来经过周密策划准备，
他们 4 人终于在 1941 年 2 月 2 日越
狱，罗云鹏、林亦青二人因路途不熟
又被抓回，之后在兰州遇难，赵子明
和李铁轮分别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赵子明先后在陇
东地委、陇东军分区工作。兰州解放
后，他回到阔别 10年的兰州，先后担
任中共兰州市委委员、常委，甘肃省
劳动局副局长、兰州市劳动局局长等
职，期间还两度担任兰州市政协副主
席职务。

赵子明革命一生、奋斗一生，历
经艰险和磨难。他身处逆境而不变，
受尽冤屈而不馁。在革命阵营 56
年，他先后 5次入狱，累计时间长达
15 年，但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
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一经出
狱或问题澄清，便又愉快地接受并出
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83年离休
以后，他仍壮心不已，积极参加各种
会议。1988年 1月 9日，因病逝世。

（据兰州党史网）

赵子明：历经磨难 信念如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娱活动

张清益首创义仓

新正县三区一乡雷庄村村长、共产党员张清益是
创办义仓第一人。张清益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
饱受磨难，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被选为乡苏维埃主
席，动员群众、组织开荒队，支援革命。1936年，东北军

“围剿”关中苏区，新正县全境丧失，张清益领导的乡被
占领，他坚定不移地坚守工作岗位，在村里办起一所小
学，选派一名地下党员为教员，他自己任管理员，两人
把学校作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为掩护干部、搜集传送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边区
大生产运动时期，张清益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
动手，克服困难，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号召，组织群
众开展劳动竞赛。当年新正县开荒地 5300多亩，他所
在的三区名列全县前茅，受到表彰。1941年，张清益担
任新正县合作联社主任。因为自己遭受过许多痛苦，
所以他时常为穷人着想。1942年，在农民大生产的热
潮下，张清益提出了开义田、办义仓，防灾备荒，支援抗
战的建议，经请示县委，得到时任县委书记史梓铭的赞
扬和鼓励，村民大会也顺利通过，决定全村所有 15岁
以上 50岁以下的劳力，为义仓出工 5天。1941年初，全
村开义田 20 亩。到了 3 月，全村 32 个劳力开义田 25
亩，当年收义粮 4石，翌年春，用义仓粮解决了部分缺
粮农户的春荒。为了扩大义仓范围，张清益多次公开
讲演，介绍雷庄义仓的好处和经验。他在开荒耕种时
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并负责把
义田所获粮食收入义仓，秋后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负
责管理义仓粮食。

张清益总结创制了 5条具体管理办法：（1）各村义
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
借出。（2）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
秋后不得借出。（3）参加义田者，借粮一斗，加利一升，不参加义田者，
借粮一斗，加利三升。（4）丰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
利；荒年本利缓交，俟年头转好交还。（5）不务正业者，吃烟耍赌，不事
生产者，不给借粮。这 5条办法简便易行，切合实际。首先，规定了借
粮的时间和具体办法。有丰、歉年之分，一年之中又分为青黄不接及
秋收时节，既突出了义仓防灾备荒的功能，又保证了义仓的积蓄。其
次，对借粮对象区别对待，公平合理，杜绝了吃大锅饭的现象。既鼓励
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又教育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最后，义仓设生
产、管理委员会两个临时机构，分别负责生产和管理，实行集体领导、
民主决策。借粮经过两道程序，先由义仓管理委员会通过，再经村民
大会讨论批准，具有很强的透明性和民主性，使义仓运动更加完善、趋
于成熟。

义仓在陕甘宁边区的推广

新正县雷庄村义仓的成功创办，如一粒火种，由村而乡，由乡而
区而县，在短短一两个月就燃遍了全关中。据当时统计，1944年 5月
新正县一县就组织开荒班子 148人，搭工组 366个，共开义田 1300多
亩。关中分区四县大部劳动力都参加了义仓合作运动，到 1944年 6月
下旬新正县共开义田 1900亩，开荒 1620亩，建义仓 29处；淳耀县开义
田 500亩，开荒 1100亩，建义仓 43处；新宁县开义田 1300亩，开荒 1100
亩建义仓 43处。

义仓在关中分区的成功普及引起了边区政府的重视。陕甘宁边
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议员任绍亭、
杨正甲、白文换、高崇珊等人提出在陇东分区及靖边县创办义仓以备
灾荒案，陕甘宁边区在发给各专员县长的命令中，明确指出“创办义仓
以备灾荒案、当经决议并通过实行。“为防患未然计，各级政府应积极
劝导人民创建义仓，积蓄余粮以备万一”，并指出“采取关中义仓运动
经验，造成群众备荒运动”。边区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广义仓，对
义仓的充分肯定和对防灾备荒的重视可见一斑，甚至把它提高到为抗
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准备的高度，并授予创办者张清益特等劳动英雄
的殊荣。

义仓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义仓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抗战以
来，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表
面上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并未改变，
他们将陕甘宁边区看作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在整个抗
日战争时期，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
政策，并屡屡制造摩擦，蚕食、进攻边区属地。

1941年、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对国民党实
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主要兵力向边区疯狂进
攻，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批劳动力被屠杀或抓走，牲畜、粮食
被掠夺；国民党当局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
入边区，企图困死边区军民。新正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保卫
边区的前哨阵地。驻正宁县的胡宗南部队在毗邻地区不断制造摩擦、
蚕食进攻，1939年以来，他们积极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
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由蚕食转为大举进攻，并实行军事、
经济封锁，妄图扼杀革命政权。新正县又是安置移民重点县，难民大
量注入、粮食问题更为严峻，尤其是每年青黄不接时，部分群众发生断
炊现象。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
方针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运动，新正县积极响应，义仓合作运动是大生产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义仓的历史意义

义仓的创立与推广，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大事，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义仓合作运动是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展的产物，是当时边区经济建
设和对敌斗争的一项重大举措。一方面大量荒地被开垦，耕地面积大
大增加，另一方面有效地组织了闲散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安置
了大量移民，救济了部分贫民，扩大了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队伍，对
边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影响深远，并为此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解
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义仓的创立，保障了边区的粮食安全。在当时农业因战争和灾害
的破坏而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是头号大事，生产被边区政府
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义仓合作运动响应了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方针，以创新的形式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提高了边区人民抵御灾难的能力和共渡难关的勇气，增强了边区人民
的凝聚力。可以说，义仓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抵御日寇野蛮掠夺
和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利器。

义仓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民谋
福利的一项善举。共产党员张清益以其大公无私的胸怀、勇于创新的
精神，体现了一个普通党员的时代价值，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感召力。
义仓的创立与推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人民在敌人的封锁和灾
害面前毫不气馁、毫不畏惧，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同时
也体现了党和边区人民防灾备荒、济贫扶困的远见卓识。

（据《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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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是抗日战争中后期陕甘宁边区
关中分区新正县人民的伟大创造，是边区
军民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产物，主要用
于防灾备荒、济贫救急。从概念上讲，它是
集体开荒种地，所收粮食进行储备，灾荒时
月再加微利借给贫苦农民的一种储备粮食
的办法。

1939 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